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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外民族的容器隐喻、 

群际态度和助人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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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种高层级的共同内群体, 性质复杂、构成多元。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共同内群体

认同模型相结合, 是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有效途径。本研究以国内不同民族及其成员表征中华民族共同内

群体, 以国外不同民族及其成员表征共同外群体, 通过 3 个实验考察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外民族的容器隐喻、群际

态度和助人倾向。实验 1 采用空间 Stroop 范式, 发现国内民族人名呈现在圈内的反应时显著短于呈现在圈外时, 国

外民族人名呈现在圈外时的反应时显著短于呈现在圈内时, 说明内藏班高中生已经建构了中华民族共同内群体认

知, 将国内民族成员置于容器内, 将国外民族成员置于容器外; 实验 2 通过启动 Stroop 范式发现, 当启动词是国内

民族名称时, 对积极词的词性判断反应时显著短于对消极词; 当启动词是国外民族名称时, 对消极词的词性判断

反应时显著短于对积极词, 说明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民族存在着共同内群体偏爱, 对国外民族存在着共同外群体

偏见; 实验 3 采用金钱和时间助人任务, 发现内藏班高中生捐赠给国内民族成员的金钱和时间均显著多于国外民

族成员, 说明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民族成员具有更强的助人意愿。整个研究表明, 具有丰富的跨民族交往、跨文化

生活经验的内藏班高中生在共同内群体认知、共同内群体偏爱和对共同内群体成员的帮助倾向上, 均展现出对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关键词  内藏班高中生, 中华民族共同体, 容器隐喻, 群际态度, 助人倾向 

分类号  B849: C91 

1  引言 

共同内群体(common ingroup)是指包摄水平更

广的“我们”群体 , 是个体或群体经过重新范畴化

(recategorization)将群体成员身份由“我们” (内群体)

和“他们” (外群体)转变而来的一种包容性更广的

群体。共同内群体具有很多层级, 从小组分类到整

个人类。一般来说, 个体距离低层级的共同内群体

更近, 产生更深的感情, 但低层级的共同内群体的

包容性往往不够, 无法满足个体的更高层次的归属

需要(Scroggins et al., 2016)。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

一种高层级的共同内群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种高层级的共同内群

体, 具有独特性。首先,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性质复

杂。社会群体可以根据大范围的主观的或客观的标

准来划分, 包括虚拟线索、自然线索和社会线索(佐

斌 等, 2019)。人为制造的组别属于虚拟线索, 性

别、种族、年龄等属于自然线索, 国籍、校友等属

于社会线索。“族群–象征主义” (Ethno-Symbolism)

和“现代主义” (Modernism)是当代的两大民族理

论。按照“现代主义”的观点,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拥

有疆域的现代政治共同体, 与“国籍”关系密切; 按

照“族群–象征主义”的观点,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国

内多民族血缘交融、历史与文化交流的产物, 与“种

Act
a 

Psy
ch

ol
og

ic
a 

Sin
ic

a 

ch
in

aX
iv

:2
02

30
3.

08
39

6v
1

ChinaXiv合作期刊



第 11 期 孟  乐 等: 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外民族的容器隐喻、群际态度和助人倾向 1367 

 

族”、“族群”的概念有相通之处(王俊秀 等, 2021)。

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涉及自然成分(种族、族群), 也

包含社会成分(国籍)。其次,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

成成分多元, “它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

位, 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 同时也有分裂

和消亡, 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费孝通, 

2003)。 

将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与 共 同 内 群 体 认 同 模 型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CIIM)相结合, 是

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有效途径。共同内群体

认同模型认为, 通过扩大群际边界, 个体建构出了

一个包摄水平更广的上位群体概念——“我们”, 使

内群体偏爱延伸至上位群体中先前的外部成员, 并

且调整对先前外群体的行为(Gaertner & Dovidio, 

2012)。扩大的群际边界、内群体偏爱和行为三个

关键词, 指明了共同内群体认同研究的关键。按照

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的预测,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就是个体在认知上将所属民族和国内其他民族及

其成员纳入到一个高层级的共同内群体中, 并且在

情感上产生了对共同内群体的偏爱, 在行为上产生

了与共同内群体相关的动机和倾向。然而, 目前研

究多侧重于理论阐释和政策解读, 多数学者基于共

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分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影响因素和可能路径(管健, 荣杨, 2020; 王俊秀 

等, 2021), 缺乏实证探讨。因此, 有必要开展对中华

民族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实证研究, 推动中华民族共

同体研究的深入, 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机制。 

抽象概念的认知离不开隐喻。概念隐喻理论

(Cognitive Metaphor Theory)认为, 人们用始源域中

简单、有形的概念或结构来建构目标域中复杂、抽

象的意向图式 , 使抽象事物通过具身经验得以理

解。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一种高层级的描述群体的

抽象概念, 其表征也遵循概念隐喻理论。概念隐喻

理论由 Lakoff 和 Johnson (1980)在 Metaphors we 

live by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 其主要

观点为：(1)抽象概念是从具体概念结构中“架构”

出来的; (2)具体概念架构抽象概念的过程不仅存在

着词语层面的关联, 也存在着思维表征层面的关联; 

(3)个体理解抽象概念具有感知觉体验性 (Lakoff, 

1990; Lakoff & Johnson, 1980)。那么, 哪些具体概

念能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表征基础呢？张积

家(2018)认为, 容器隐喻可以具象地表达中华民族

共同体。容器隐喻(Container Metaphor)属于本体隐

喻的一种 , 它起源于由皮肤屏障建构的身体容器 , 

后来被延申为一种内–外的感知觉体验和分类认知

(Lakoff & Johnson, 1980)。进化心理学认为, 容器内

象征着人类的栖息地 , 在那里生活着亲人和同类 , 

给人带来了安全和温暖的感受, 容器外则是充满了

危险和未知的大自然, 给人带来了恐惧和担心。这

种在生存和繁衍中得到的容器内外的感知觉经验

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戴维•巴斯, 2015)。党的

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深化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加强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里

表达的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容器隐喻。虽然以往

对容器隐喻的心理学研究很少, 也未涉及对民族共

同体的认知, 但在类别认知、亲属关系认知和道德

认知等领域的研究却给人以启示。Boot 和 Pecher 

(2011)发现, 同一类别的两个物体被置于同一框图

中时, 对类别属性的判断更快, 不同类别的两个物

体被置于不同框图中时, 被试的反应也更快。这说

明, 容器和类别认知之间存在着隐喻关联。在人际

关系中, “内/外”的概念可以建构关系亲疏, “内”表

示关系亲近, “外”表示关系疏远。李惠娟(2015)证实, 

容器的概念可以投射到亲属关系中, 存在着容器内

–有血缘关系亲属、容器外–无血缘关系亲属的映射, 

显示出基于血缘的亲属关系与容器的隐喻联结。还

有研究者从具身经验和语义加工角度证实亲属概

念表征的容器隐喻(和秀梅 等, 2015; 汪新筱 等, 

2018)。王丛兴等人(2021)证实, 容器建构道德概念, 

并且获得了从容器到道德的双向映射的证据。总结

以往研究, 发现同一类别的事物、与个体关系亲近

的人或物、性质好的事物与“内”存在着隐喻关联; 

不同类别的事物、与个体关系疏远的人或物、性质

坏的事物与“外”存在着隐喻联结。 

在人类学的族群认同理论中, 根基论(Primordial 

theory)是重要的一派。根基论认为, 民族认同来自

于天赋的或原始性的亲属情感联系, 这种原初的或

根本的民族认同对民族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18)认为, 民族主义的情感类

似于子女对母亲的情感, 孩子对母亲行为的羞耻感

与民族感情中对民族行为的羞耻感相似, 民族认同

是对亲属关系的模拟。van den Berghr (1981)用社会

生物学中的“亲亲性” (nepotism)概念来说明族群认

同。亲亲性是指具有相同基因的个体会合作互保, 

以保证该基因群的延续。他认为, 民族是亲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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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伸, 族群中心主义深植于人类的生物性中, 不

会因为现代化而消失。虽然学术界对根基论有许多

批评, 但学者们都赞同民族情感与亲属情感的相似

性。既然亲属概念具有容器隐喻, 民族或民族共同

体的概念同容器之间就可能存在着容器隐喻。可以

假设,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个体头脑中的表征是容器

隐喻, 在容器内是和谐共处、紧密相连的国内各民

族, 在容器外是国外的其他民族。基于此, 笔者认

为, 个体意识到国内各民族生活在同一疆界(容器)

内, 同呼吸、共命运, 是“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谁

也离不开谁”的共同内群体, 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

认知的容器隐喻。 

根据容器隐喻, 笔者预测, 个体对居于容器内

的国内各民族建构了中华民族共同内群体认知, 对

居于容器外的国外民族建构了共同外群体认知。按

照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 稳定的共同内群体认知能

够将内群体偏好延伸至先前的外群体成员。赵玉芳

和梁芳美(2019)发现, 共同内群体认同促进了原有

群体的心理融合。内群体偏爱(Ingroup Favoritism/ 

Ingroup Bias)是群际态度的典型效应。这种效应存

在于种族、宗教信仰团体和政治派别等较大的群体

之间和企业人员分组等较小的群体之间, 甚至在实

验室的人为分组之间也可以观察到(Almaatouq et 

al., 2020)。以往国内有关民族的内群体偏爱研究, 

大多讨论某一民族的态度发展或者两个民族的态

度差异, 并未上升到包摄多民族的共同内、外群体

的水平, 如藏、汉大学生的内外群体偏爱效应差异

研究(吕庆燕, 王有智, 2011)。有关“中国人”的研究

虽然包摄了国内众多群体(Liu et al., 2015), 但“中

国人”的概括化身份标签很可能掩盖了共同体的内

部构成特征。如前所述,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性质复

杂、构成多元。我国各民族之间团结互助、关系融

洽, 但不同民族间的差异和彼此持有的刻板印象也

客观地存在着(高承海 等, 2013)。基于此, 欲探究

个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否存在着偏爱, 就不能够

忽视其内部构成, 必须将不同民族成分纳入到具体

实验中, 才能够真正检验是否存在着中华民族共同

内群体偏爱。 

共同内群体身份不仅增加了对原有外群体的

积极情感(Scroggins et al., 2016), 还增加了对共同

内群体的亲社会动机 , 产生了相应的亲社会行为

(Hopkins et al., 2016)。助人行为作为亲社会行为的

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一般是指基于自愿原则对他人

实施帮助的行为。根据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 如果

个体对国内民族成员具有共同内群体认知和共同

内群体偏爱, 对国外民族成员具有共同外群体认知

和共同外群体偏见, 就可能影响到对国内外不同民

族成员的助人行为。但是, 已有研究主要考察了直接

的、概括化的群体身份对助人行为的影响(Hopkins 

et al., 2016)。如果将国内不同民族及其成员作为共

同内群体表征, 将聚焦单一群体身份的助人行为研

究推广到包摄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内群体的水

平上, 将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内群体表征是如何形成的？具

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理论认为 , 任何心理

内容加工都涉及具身经验的内部心理表征(Barsalou 

et al., 2003)。Rizzolatti 等(1996)在恒河猴的大脑运

动皮层 F5 区发现了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 充

分证实了心理表征中具身存在的物质性。心理表征

极大地依赖于个体与社会、环境互动的身体经验

(Niedenthal et al., 2005; 叶浩生, 2017)。因此, 丰富

多元的跨民族、跨文化接触和互动的具身经验对多

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形成至关重要。内地西藏班(校)

为人们提供了这种族际互动和接触的范例。1984

年,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全国支援西藏”的方针, 

为了教育援藏, 全国十多个省市开设了内地西藏班

(校)。内地西藏班(校)属于异地办学, 即让部分生活

在聚居区的藏族学生在内地中学接受教育。已有研

究主要关注内藏班高中生的文化适应和心理健康

(赵铭锡, 2012)、学业成就(朱琳, 2019)等, 对民族认

同、国家认同也有少量的考察(朱志勇, 2007), 但对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入探讨还鲜有尝试。藏族

学生从藏族聚居、藏文化主导的地区来内地就学, 

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增加了内藏班

高中生与其他社会−文化−环境的接触 , 促进了与

其他民族成员(尤其是内地汉族成员)的交流, 获得

了更加丰富的与其他民族成员共同学习、生活的经

验, 见识了更加多元的民族文化和更加团结的民族

关系。这种紧密联系与频繁互动的具身经验为中华

民族共同体认知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笔者推测, 拥

有更多族际接触和跨文化生活经验的内藏班高中

生能够建构稳固的中华民族共同内群体认同, 表现

为对国内、国外民族有不同的容器空间分类、群际

态度和助人行为倾向。 

2  实验 1：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外
民族的容器隐喻研究 

空间隐喻的常用范式是空间 Stroop 范式(和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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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等, 2015; 汪新筱 等, 2018)。实验 1 采用空间

Stroop 范式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容器图式的关

系。笔者假设, 内藏班高中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

知与容器图式相联结, 国内各民族成员会被知觉为

共同内群体成员, 他们处于容器之内; 国外各民族

成员会被知觉为共同外群体成员, 他们处于容器之

外。如果是这样, 被试在做人名判断时, 当国内民

族人名出现在容器内或国外民族人名出现在容器

外时, 被试的反应时会短, 错误率会低; 反之, 反

应时会长, 错误率会高。 

2.1  被试 

采用 G*power 3.1.7 软件预估样本量, 设定中

等效应量 effect size = 0.25, α error = 0.05, 计算得

到需要 36 名被试即可以达到 0.95 的统计检验力

(power)。为了保证实验效果, 从河北师范大学附属

民族学院招募了藏族高中生 50 名, 男生 24 名, 女

生 26 名, 平均年龄为 15.88 ± 0.85 岁, 视力和矫正

视力正常, 汉语熟练, 能够熟练运用汉语阅读和写

作, 右利手。 

2.2  设计 

2 (人名类型：国内民族人名、国外民族人名) × 

2 (呈现位置：圈内、圈外)被试内设计。因变量是

被试做人名判断任务的反应时和错误率。 

2.3  材料 

选取了 15 个国内民族人名和 15 个国外民族人

名。国内民族人名取自藏族、汉族、维吾尔族、满

族和蒙古族, 包括：曲珍、格桑、尼玛、拉姆、刘

洋、李娜、张伟、王明、古丽、迪丽、多罗、阿里

木、巴图、索伦图、海兰珠。在人名中, 藏族、汉

族、维吾尔族的人名各有 4 个, 其余 3 个人名既可

以作满族人名, 也可以作蒙古族人名(巴图、索伦

图、海兰珠), 将这 3 个名字计为 1 组。由不参与实

验的 45 名内地藏族高中生对人名的熟悉性和典型

性进行 5 点评分, 5 = 非常熟悉(非常典型), 1 = 非

常不熟悉(非常不典型)。方差分析表明, 4 组民族人

名的熟悉度差异不显著, F (3, 14) = 2.75, p > 0.05; 

典型性差异不显著, F (3, 14) = 1.52, p > 0.05; 字数

差异不显著, F (3, 14) = 2.55, p > 0.05; 笔画数差异

不显著, F (3, 14) = 1.57, p > 0.05。国外民族人名取

自英吉利民族、法兰西民族、日耳曼民族, 包括：

乔治、杰克、海伦、珍妮、爱丽丝、凯特、鲍勃、

汤姆、丹尼尔、玛利亚、托尼、雪莉、丽萨、琼斯、

琳达。这些人名多来自于圣经、古希腊和罗马的神

话与古名, 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具有同质性。评定表

明, 国内民族人名的熟悉性(M = 4.28)与国外民族

人名(M = 4.16)差异不显著, t = −1.10, p > 0.05; 国

内民族人名的典型性(M = 4.45)与国外民族人名

(M = 4.68)差异不显著, t = −1.00, p > 0.05。国内民

族人名的字数(M = 2.20)与国外民族人名(M = 2.20)

差异不显著, t = 1.00, p > 0.05; 国内民族人名的笔

画数(M = 16.13)与国外民族人名(M = 17.60)差异不

显著, t = −1.04, p > 0.05。另外选取了 15 个非人名

词汇, 作为填充词。 

2.4  程序 

参照关于亲属关系容器隐喻的研究 (和秀梅 

等, 2015; 汪新筱 等, 2018), 使用 E-prime 3.0 软件

编程。人名出现在计算机屏幕中央, 圆圈随机出现

在屏幕的不同位置上(上、下、左、右, 机会均等)。

人名与圆圈的位置有 8 种组合：人名出现在圆圈内

偏上、偏下、偏左、偏右处, 人名出现在圆圈外偏

上、偏下、偏左、偏右处(见图 1)。实验程序为：

首先, 在屏幕中央出现注视点“+” 500 ms, 接着在

屏幕中央出现目标词(人名), 同时圆圈在目标词的

不同位置上随机出现。告知被试忽略圆圈, 尽量又

快又准地判断目标词是否为人名。如果是, 按下 F

键; 如果不是, 按下 J 键。在被试间平衡左右手按

键方式。被试按键后(或 3000 ms 后), 呈现 500 ms

的空屏。随后进入下一试次。在正式实验前, 被试

进行了 16 次练习(练习材料未加入实验中), 并且给

予反应是否正确的反馈。实验包含 360 试次, 计有

45 个人名, 每一人名出现了 8 次。在实验中, 安排

了 2 次休息。实验流程见图 2。 

2.5  结果与分析 

删除正确率在 90%以下的 3 名被试的数据, 分

析 47 名被试的数据。反应时分析仅删除错误反应

的数据。结果见表 1。 

反应时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 人名类型的

主效应显著, F (1, 46) = 9.85, p = 0.003, ηp
2 = 0.18。

呈现位置的主效应不显著, F (1, 46) = 0.10, p > 

0.05。人名类型和呈现位置的交互作用显著, F (1, 

46) = 109.38, p = 0.001, ηp
2 = 0.70。简单效应分析表

明, 国内民族人名呈现在圈内时的反应时显著短于

呈现在圈外时, F (1, 46) = 8.82, p = 0.005, 95% CI = 

[49.64, 80.81]; 国外民族人名呈现在圈外时的反应

时显著短于呈现在圈内时, F (1, 46) = 17.09, p = 

0.001, 95% CI = [28.67, 48.83]。 

错误率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 人名类型的

主效应显著, F (1, 46) = 7.09, p = 0.011, ηp
2 =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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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名与圆圈的 8 种位置关系 

 

 
 

图 2  实验 1 流程 

 
表 1  对不同位置人名判断的反应时(ms)和错误率(N = 47) 

人名与圆圈 

的相对位置 

国内民族人名 国外民族人名 

反应时 错误率 反应时 错误率 

圆圈内 615 (88) 0.02 (0.02) 681 (81) 0.06 (0.06)

圆圈外 663 (75) 0.05 (0.03) 624 (64) 0.06 (0.07)

注：括号内的数据为标准差(下同)。 
 

呈现位置的主效应显著, F (1, 46) = 7.48, p = 0.009, 

ηp
2 = 0.14。人名类型和呈现位置的交互作用显著, F 

(1, 46) = 12.90, p = 0.001, ηp
2 = 0.22。简单效应分析

表明, 国内民族人名呈现在圈内时的错误率显著低

于呈现在圈外时, F (1, 46) = 36.77, p = 0.001, 95% 

CI = [−0.04, −0.02]; 国外民族人名呈现在圈外、圈

内时的错误率差异不显著, F (1, 46) = 0.61, p > 0.05。 

2.6  小结 

实验 1 发现, 无论是在反应时上, 还是在错误

率上, 人名类型与呈现位置之间均存在着显著的交

互作用。这说明 , 在内藏班高中生的心理建构中 , 

由国内、国外两类不同人名建构的群体可能定位于

不同的容器位置。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当国内民族

人名呈现在圈内或国外民族人名出现在圈外时, 被

试对人名判断的反应时更短。这表明, 内藏班高中

生将国内民族成员知觉为处在容器内, 将国外民族

成员知觉为处在容器外; 国内民族成员构成共同内

群体, 国外民族成员构成共同外群体; 国内民族共

同体与容器内存在着内隐隐喻联结, 国外民族共同

体与容器外存在着内隐隐喻联结。然而, 只有在被

试判断国内民族人名时, 人名呈现在圈内和圈外的

错误率差异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内藏班高中生对

国外民族的认知主要来自于课堂、图书或影视资料, 

很少与国外民族成员直接接触, 导致由具身经验建

立的“容器外−国外民族成员”的隐喻联结模式还不

够强。总之, 实验 1 证实, 内藏班高中生对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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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共同体的认知显示出容器图式, 表明他们对国内

外民族成员进行了重新分类：对国内民族成员形成

了一个上位的、包摄范围更广的共同内群体, 体现

出中华民族共同内群体认知; 对国外民族成员也形

成了一个上位的、包摄范围更广的共同外群体——

外国人。 

3  实验 2：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外
民族的群际态度研究 

实验 1 表明, 内藏班学生对国内民族形成了共

同内群体认知 , 对国外民族形成了共同外群体认

知。在国内民族构成成分凸显条件下, 这种共同内、

外群体的认知是否带来群际态度偏差？研究表明, 

内隐偏见或刻板印象激活是快速的、内隐的、自动

化的知觉准备过程(杨亚平 等, 2015)。启动 Stroop

范式常被用于考察由刻板印象激发的情感倾向。因

此, 可以通过启动 Stroop 范式来考察内藏班高中生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态度。按照“双刃剑”模型

(Double-Edged Knive Model), 个体头脑中的刻板

印象一旦被激活 , 就会抑制与其冲突的信息加工

(表现为反应时长, 错误率高), 促进与其一致的信

息加工(表现为反应时短, 错误率低) (Dijksterhuis 

& van Knippenberg, 1996)。在实验 2 中, 将国内外

民族名称作为启动词 , 将人格形容词作为目标词 , 

实验预期是当对启动群体与目标词的情感态度一

致时(“积极–积极”或“消极–消极”), 被试的反应时

会短, 错误率会低; 反之(“积极–消极”或“消极–积

极”), 被试的反应时会长, 错误率会高。 

3.1  被试 

采用 G*power 3.1.7 软件预估样本量, 计算需

要 36 名被试即可以达到 0.95 的统计检验力(power)。

为了保证实验效果, 从河北师范大学附属民族学院

招募藏族高中生 50 名, 男生 21 名, 女生 29 名, 平

均年龄为 16.08 ± 0.75 岁。被试与实验 1 的被试同

质, 未参加实验 1。 

3.2  设计 

2 (民族名称类型：国内民族名称/国外民族名

称) × 2 (目标词类型：积极/消极)被试内设计。因变

量是被试做词性判断任务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3.3  材料 

启动刺激为两类民族名称。国内民族名称有 15

个：羌族、苗族、藏族、汉族、东乡族、土家族、

布依族、高山族、纳西族、仡佬族、珞巴族、哈尼

族、独龙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 国外民族名称

有 15 个：泰族、缅族、不丹族、犹太族、丹麦族、

芬兰族、冰岛族、波兰族、伊朗族、挪威族、尼泊

尔族、法兰西族、苏格兰族、日耳曼族、英格兰族。

其中, 某些与国名相同的民族(如伊朗族)属于民族

共同体, 所以未使用其具体民族名称(如伊朗族由

波斯、阿塞拜疆、库尔德等民族构成), 是由于被试

长期生活在藏区, 来内地的时间短, 对国外具体民

族的名称不熟悉。由不参与实验的 45 名内地藏族

高中生对国内民族名称和国外民族名称的熟悉性

进行 7 点评分, 1 = 非常不熟悉, 7 = 非常熟悉。国

内民族名称的熟悉性(M = 4.18)与国外民族名称

(M = 3.76)差异不显著, t = 1.59, p > 0.05。国内民族

名称的笔画数 (M = 24.87)与国外民族名称 (M = 

26.20)差异不显著, t = −6.30, p > 0.05; 国内民族名

称的字数(M = 2.86)与国外民族名称(M = 3.20)差异

不显著, t = −1.39, p > 0.05。 

参照 Huang 等人(2014)的研究, 选择中等频度

的人格形容词 150 个(积极词和消极词各半)作为目

标词。每一民族对应 5 个积极形容词和 5 个消极形

容词, 得到“国内民族名称−积极词、国内民族名称

−消极词、国外民族名称−积极词、国外民族名称−

消极词”。匹配积极词与消极词的笔画数、熟悉度

和词汇效价。45 名不参与实验的内藏班高中生对熟

悉度进行 7 点评定, 1 = 非常不熟悉, 7 = 非常熟悉; 

对词汇效价进行 7 点评定, 1 = 非常消极, 7 = 非常

积极。两组词的平均笔画数差异不显著, t (148) = 

2.46, p > 0.05; 熟悉度差异不显著, t (148) = 1.18, 

p > 0.05; 词汇效价差异显著, t (148) = 4.80, p = 

0.03。材料信息见表 2。 
 

表 2  实验 2 形容词信息表 

目标词类型 材料举例 笔画数 熟悉度 效价 

积极词 英勇 友好 17.55 (3.99) 4.38 (0.58) 6.05 (0.80)

消极词 凶恶 卑鄙 19.87 (4.80) 4.45 (0.57) 2.76 (1.01)

 

3.4  程序 

采用 E-prime 3.0 软件编程。实验流程为：首先

屏幕中央出现红色注视点“+” 300 ms, 接着出现启

动词(民族名称) 600 ms, 随后空屏 500 ms, 然后出

现目标词, 让被试判断目标词的词性, 如果判断词

性是积极的, 按下 F 键; 如果判断词性是消极的, 

按下 J 键。被试间平衡左右手按键方式。目标词在

被试按键后或 2000 ms 后消失。共有 300 试次, 重

复一遍。实验中间安排 1 次休息。在正式实验前, 进

行了 15 次练习。实验流程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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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实验 2 流程 
 
 

3.5  结果与分析 

删除正确率在 80%以下 1 名被试的数据, 分析

49 名被试的数据。反应时分析时仅删除错误反应的

数据, 结果见表 3。 
 

表 3  对目标词词性判断的反应时(ms)和错误率(N = 49) 

目标词类型 
国内民族名称 国外民族名称 

反应时 错误率 反应时 错误率 

积极词 677 (80) 0.05 (0.06) 821 (126) 0.08 (0.03)

消极词 893 (106) 0.12 (0.02) 702 (80) 0.05 (0.04)

 

反应时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 民族名称类

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 (1, 48) = 3.27, p > 0.05。目标

词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 (1, 48) = 13.30, p = 0.001, 

ηp
2 = 0.22。民族名称类型和目标词类型的交互作用

显著, F (1, 48) = 114.76, p = 0.001, ηp
2 = 0.71。简单

效应分析表明, 当启动词是国内民族名称时, 判断

积极词的反应时显著短于判断消极词, F (1, 48) = 

121.04, p = 0.001, 95% CI = [−255.26, −176.37]; 当

启动词是国外民族名称时, 判断消极词的反应时显

著短于判断积极词, F (1, 48) = 31.06, p = 0.001, 

95% CI = [−161.95, −76.08]。 

错误率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 民族名称类

型的主效应显著, F (1, 48) = 4.75, p = 0.034, ηp
2 = 

0.09。目标词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 (1, 48) = 7.23, 

p = 0.01, ηp
2 = 0.13。民族名称类型和目标词类型的

交互作用显著, F (1, 48) = 4.49, p = 0.039, ηp
2 = 

0.09。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当启动词是国内民族名

称时 , 判断积极词的错误率显著低于判断消极词 , 

F (1, 48) = 8.60, p = 0.005, 95% CI = [0.11, 0.21]; 

当启动词是国外民族名称时, 判断消极词和积极词

的错误率差异不显著, F (1, 48) =1.01, p > 0.05。 

3.6  小结 

实验 2 发现, 在反应时和错误率上, 民族名称

类型和目标词类型的交互作用均显著, 说明内藏班

高中生对国内、国外两类不同共同内群体的态度可

能不一致。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当启动词是国内民

族名称时, 内藏班高中生判断积极词的反应时显著

短于判断消极词, 错误率亦低; 当启动词是国外民

族名称时, 被试判断消极词的反应时显著短于判断

积极词。这表明, 对内藏班高中生而言, 国内民族

和国外民族具有不同方向的启动效应：在国内民族

名称启动下对积极词的判断产生一致促进效应, 对

消极词的判断产生冲突抑制效应; 在国外民族名称

启动下对积极词的判断产生冲突抑制效应, 对消极

词的判断产生一致促进效应。这种结果模式说明, 

被试对国内民族(由不同民族构成的共同内群体)和

国外民族(由不同民族构成的共同外群体)的情感态

度不同, 对国内民族(共同内群体)存在着积极的共

同内群体偏好, 对国外民族(共同外群体)存在着消

极的共同外群体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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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 3：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外
民族的助人倾向研究 

实验 3 改编了经典的金钱和时间的助人决策任

务(Nelson & Norton, 2005), 编制了跨民族的助人

任务, 要求被试对国内民族成员和国外民族成员提

供金钱或者时间帮助。按照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 

如果被试对共同内群体和共同外群体存在着不同

的认知和情感态度, 应该会影响对他们对共同内群

体成员和共同外群体成员的助人意愿, 给国内民族

成员捐赠的金钱和时间会比给国外民族成员多; 反

之, 被试给国内、外民族捐赠的金钱和时间就没有

显著差异。 

4.1  被试 

采用 G*power 3.1.7 软件预估样本量, 设定中

等效应量 effect size = 0.5, α error = 0.05, 双尾检验, 

两组被试比例 N2 / N1 = 1, 计算每组需要 105 名被

试即可以达到 0.95 的统计检验力(power)。为了保

证实验效果, 从河北师范大学附属民族学院招募藏

族高中生 320 名, 男生 146 人, 女生 174 人。平均

年龄为 15.94 ± 0.84 岁。被试与实验 1、2 的被试同

质, 未参加实验 1 和实验 2。 

4.2  设计 

单因素(受助对象的民族类型：国内民族/国外

民族)被试内设计。因变量为被试填写的愿意捐赠

金钱和时间的数值。 

4.3  材料 

改编的金钱和时间的助人决策情境任务(Nelson 

& Norton, 2005)。助人情境分为两种：(1)愿意提供

金钱; (2)愿意提供时间。两种助人情境的材料举例

如下： 

(1)金钱助人情境：海兰珠, 满族, 15 岁, 高中

生, 由于家庭贫困无法继续读书, 现在社会各界组

织为其捐款以帮助她继续学业。如果你现在有 100

元钱, 你愿意捐赠     元(请填 0 ~ 100 元之间的

整数数值)。 

(2)时间助人情境：在另外一个教室, 新转学来

的高一年级学生杰克, 法兰西民族, 15 岁, 因为很

多课业都跟不上, 所以需要同学辅导。如果你现在

有时间 , 请问你愿意提供的帮助时间为       分

钟(请填 0 ~ 60 分钟之间的整数数值)。 

为了减少受助对象性别的影响, 将金钱和时间

的受助对象的名字和民族分别确定为： 

(1)金钱：国内民族：海兰珠(典型女名)和苏和

泰(典型男名), 满族; 国外民族：杰克(典型男名)和

琼斯(典型女名), 法兰西族;  

(2)时间：国内民族：古丽(典型女名)和阿里木

(典型男名), 维吾尔族; 国外民族：琳达(典型女名)

和乔治(典型男名), 英格兰族。 

国内和国外的捐赠情境问卷各包含 8 种组合

(国内 4 种, 国外 4 种)。每张国内或国外捐赠问卷

中, 包含一个金钱情境助人问题和一个时间情境助

人问题。每一组合的问卷各打印 80 份, 共有 320

份国内民族捐赠问卷和 320 份国外民族捐赠问卷。

每一被试需要完成一张国内捐赠情境问卷和一张

国外捐赠情境问卷, 两张问卷组合类型随机。采用

SPSS 20.0 进行数据分析。 

4.4  结果与分析 

结果见表 4。 
 

表 4  对国内民族和国外民族的金钱(元)和时间(分钟)的

捐赠情况 

受助对象的民族类型 金钱 时间 

国内民族 65.08 (23.51) 35.80 (15.28) 

国外民族 50.98 (26.20) 27.24 (15.99) 

 

2 (受助对象的民族类型：国内民族/国外民族) × 

2 (帮助任务：金钱/时间)的方差分析表明, 帮助任

务的主效应显著, F (1, 638) = 487.92, p < 0.001, 金

钱任务中捐赠 (M 金钱 = 58.03)显著大于时间任务中

(M 时间 = 31.52); 受助对象的民族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 (1, 638) = 101.90, p < 0.001, 国内民族成员得到的

捐赠(M 国内 = 50.44)显著大于国外民族成员(M 国外 = 

39.11); 受助对象的民族类型与帮助任务的交互作

用显著, F (1, 638) = 5.32, p = 0.02。简单效应分析表

明, 在金钱任务中, 国内民族成员得到的捐赠(M 国内 = 

65.0 8)显著高于国外民族成员(M 国外 = 35.80), 95% 

CI = [10.23, 17.96]; 在时间任务中, 国内民族成员

得到的捐赠(M 国内 = 50.98)显著高于国外民族成员

(M 国外 = 27.24), 95% CI = [6.14, 10.99]。 

为了排除在不同实验任务中人名的不同对实

验结果可能造成的影响, 分别对金钱和时间助人任

务下国内民族、国外民族的 2 个不同人名构成的问

卷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表明：(1)在金钱

任务−国内民族条件下, t (318) = 0.70, p = 0.49; (2)在

金钱任务−国外民族条件下, t (318) = 1.57, p = 0.12; 

(3)在时间任务−国内民族条件下, t (318) = 0.11, p = 

0.92; (4)在时间任务−国外民族条件下 , t (318) = 

0.19, p = 0.85。这表明, 人名不同不影响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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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小结 

在实验 3 中, 帮助任务的主效应和帮助任务与

受助对象的民族类型的交互作用均显著, 最可能的

原因是两种帮助情境的数值选择区间不同(时间任

务的数据选择区间为 0 ~ 60 min, 金钱任务的数据

选择区间为 0 ~ 100 元)。因此, 在交互作用分析中, 

主要关注两种任务下帮助意愿的民族类型, 即在何

种民族类型下受助对象会得到更多的捐赠。如果两

种捐助情境下更多帮助意愿发生的民族类型一致, 

就能够说明两种情境测验的有效性。分析发现, 无

论在金钱捐赠任务中, 还是在时间捐赠任务中, 内

藏班高中生均对国内民族成员(共同内群体成员)有

更多的捐赠。这表明, 无论是何种帮助情境, 在中

华民族共同内群体认知和内群体偏爱基础上, 内藏

班高中生均对国内民族成员(共同内群体成员)表现

出更强的帮助意愿。 

5  讨论 

5.1  关于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外民族的容器隐喻 

实验 1 发现, 内藏班高中生对不同民族人名的

加工存在着容器图式, 他们将国内民族成员置于容

器内, 将国外民族成员置于容器外。这表明, 内藏

班学生已经对人名进行了重新分类, 将国内民族成

员归类为共同内群体, 将国外民族成员归类为共同

外群体, 表现出十分明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 

隐喻形成的基础在于投射累积, 并且在认知神

经层面达到域间共振的程度(Huang et al., 2018)。内

藏班高中生对不同民族成员的反应呈现出容器图

式, 说明在他们心中,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容器之间

存在着稳定的隐喻联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容器图

式所以得到了凸显 , 就在于在实验情境中“他们” 

(国外民族成员)信息的激活。族群边界理论认为 , 

族群存在于族际互动中 , 归属于“我们”而排除了

“他们” (费雷德里克•巴斯, 2014)。费孝通(2003)认

为, 意识到与“非我族类”的他人之间的异同是民族

认同发生的重要条件。有证据表明, 不同情境能够

激活特定身份表征。当藏族大学生处于以藏族为少

数的环境中时, 存在显著的藏族参照效应(在藏族

参照条件下的记忆成绩更好), 但在以藏族居多数

情 境 中 , 这 种 群 体 参 照 效 应 就 消 失 了 (Li, 2020; 

Yang et al., 2008)。在实验 1 中, 实验材料能够激发

的最显著情境就是国内民族成员与国外民族成员

的区分。在此情境下, 其他身份标签隐退了, “中华

民族”这一“我们”的标签就成为与共同外群体相对

的最凸显身份。即, 正是由于国外民族人名的存在, 

使得由中华各民族成员构成的“我们” (中华民族共

同体)的概念得到了凸显, 从而就探测到在内藏班

高中生头脑中存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容器匹配

的认知图式。 

研究发现, 在容器隐喻中, 同一类别的事物、

与个体关系近的事物、性质好的事物在容器内。内

藏班高中生将国内民族成员置于容器内, 说明他们

认为国内民族成员与自己同属于一类 , 关系更近 , 

性质更好, 证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认知上具有“共

同内群体”的特征。费孝通(2003)认为, 中华民族的

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间可能遭遇了冲突、消融、和解等多个阶段, 最

终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统一体。

内藏班高中生建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容器式认

知, 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心理层面的反映, 

即个体在心理上建构出一个包摄多个民族的共同内

群体。概言之, 内藏班高中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

知具有共同内群体性质, 并且放置于容器的内部。 

5.2  关于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外民族的群际态度 

在共同内、外群体分类基础上, 内藏班高中生

对国内外民族产生了情感态度偏差。在时间或资源

紧张的快速判断中, 人们会直接读取长时记忆中存

储的属性信息, 包括表征态度倾向的刻板印象信息

(Krieglmeyer & Sherman, 2012; Kunda & Spencer, 

2003)。实验 2 延续了容器图式下的共同内、外群

体划分, 探查由不同民族名称激活的情感态度是否

存在着差异。结果发现, 内藏班高中生在国内民族

名称启动下对积极词的判断显著快于对消极词, 在

国外民族名称启动下对消极词的判断显著快于对

积极词, 说明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外群体(共同内

群体和共同外群体)的情感态度非常不同：对国内

民族的态度更加积极 , 对国外民族的态度相对消

极。这说明, 即使使用不同民族名称来表征共同内、

外群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仍然被认定为是一个积极

态度取向的集合, 符合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共同

内群体认同模型对共同内群体偏爱的解释建立在

社会认同理论上。社会认同理论重视群体与个体之

间的关系, 当个体完成群体分类且认同所属群体时, 

会发生群体身份标签的内化作用, 即发生社会类别

与自我的融合。借助于对所属群体的自我表征(包

含态度表征), 个体会产生内群体偏爱或外群体偏

见, 其实质是群体的刻板印象属性。实验 2 表明, 内

藏班高中生的中华民族共同内群体认知, 已经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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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群体自我表征的一部分, 并且表现为对国内民族

的偏爱和对国外民族的偏见。 

5.3  关于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外民族的助人倾向 

对共同内群体的认知和情感态度, 决定了亲社

会行为的发生方向。实验 3 采用改编的金钱和时间

的助人决策任务, 以情境化模式来考察内藏班高中

生对国内民族成员和国外民族成员的帮助意愿。结

果发现, 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民族成员的金钱和时

间的帮助均显著大于对国外民族成员。亲缘选择模

型(Kin Selection Model)认为, 比起陌生人或外群

体成员, 个体对有广泛意义的亲缘特性的亲人、熟

人及内群体成员表现出更多的帮助意愿, 展现出更

多的亲社会行为, 并且具有进化的积极意义(陈阳, 

2014)。正是由于这种内群体性质的亲缘特性的存

在 , 才使得内藏班高中生更愿意帮助国内民族成

员。内藏班高中生的这种行为倾向还可能源于他们

与国内民族成员之间的感知相似性更高。感知相似

性与群体归属关系密切(Gaertner & Dovidio, 2012)。

在实验 1 和实验 2 中, 内藏班高中生将国内民族成

员置于容器内 , 并对他们产生了共同内群体偏爱 , 

说明他们已经完成了个体自我与群体自我的关联, 

将中华民族作为更高层级的归属群体。这种内群体

性质的感知相似性提高, 会增加与国内其他民族成

员之间的亲密感(West et al., 2014), 进而带来了更

强的内群体亲社会行为倾向(López-Rodríguez et al., 

2017)。与此同时, 内藏班高中生将国外民族成员置

于容器外 , 说明他们将国外民族成员视为“他者”, 

这会降低他们与国外民族成员之间的感知相似性, 

进而降低与国外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密感, 亲社会行

为倾向就大大降低了。 

综上, 内藏班高中生对中华民族共同内群体的

表征, 并不仅仅是被动获得的、限于表层的身份标

签, 它已经成为内隐的、深层次的和根深蒂固的共

同内群体认同。Gaertner 和 Dovidi (2005)认为, “我

们”和“他们”的社会分类是导致隔离和偏见的壁垒, 

只有通过“重新范畴化”, 才能够使两个分离的群体

整合成为一个包摄水平更高的“共同体内的我们” 

(王俊秀 等, 2021)。这就是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the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所主张的。本研究

证实了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的预言, 拥有更多的跨

民族交往、跨文化生活经验的内藏班高中生, 已经

建构了一个包摄水平更广、居于容器内部的中华民

族共同内群体, 并且对这一共同内群体产生了积极

的情感态度和更强的帮助意愿。 

5.4  内藏班高中生的中华民族共同内群体认同

是怎样形成的？ 

张积家和冯晓慧(2021)认为, 中华民族共同体

认同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 需要各民族成员在

共同心理基础上不断地铸造。 

(1)具身经验的影响 

Weber 认为, 对个体而言, 任何共同体之间的

可见差异都“可以产生人以群分的意识”, 这种在族

群间、民族间的文化与族性的差异, 往往会形成明

显的区隔, 这便是多民族国家在凝聚同一性时的障

碍所在(董玫, 2019)。由于多数民族个体并不具有丰

富的跨文化生活经验, 因此,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认知发展过程。内藏班高中生的

中华民族共同内群体认同体现在认知、情感态度和

行为倾向多个方面, 究其原因, 是源于内藏班高中

生的丰富的、独特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的具

身经验。 

在跨民族交往中, 内藏班高中生获得了丰富的

群际接触经验。群际接触是指个体通过与外群体在

最佳条件下接触, 增进对外群体的了解, 减少群际

偏见(李森森 等, 2010)。研究显示, 与目标群体接

触频次越高、程度越深, 越能够显著地减少对目标

群体的偏见、增加对目标群体的喜爱(Zhou et al., 

2018)。随着共同生活时间增加, 个体对同一寝室不

同民族或不同信仰的室友及所属民族的消极态度

和刻板印象会逐渐减少, 对室友非所属的其他民族

的偏见也会减少(van Laar et al., 2005)。即使是间接

的群际接触, 甚至是想象接触, 也可以发生类似的

作用(Pettigrew et al., 2007; Stathi & Crisp, 2008)。内

藏班高中生与其他民族成员的接触符合最佳接触

的条件：(1)平等的地位：内藏班高中生与内地汉族

或其他民族成员接触时, 双方拥有平等的地位和交

往环境; (2)共同的目标：内藏班高中生在与其他民族

成员交往中, 双方秉持民族团结互助的目标; (3)群

际合作：内藏班高中生在与国内不同民族成员交往

时会有很多合作的经历, 如互相帮助以完成共同的

学业任务、校园活动等; (4)权威、法律的支持：内

藏班高中生与其他民族成员在国家政策支持、法律

保障之下接触。总之, 内藏班高中生跨越了地理障

碍和偏见阻隔, 与汉族或其他民族成员在最佳条件

下接触, 通过有效的了解和频繁互动, 降低了对其

他民族的偏见, 增加了对其他民族的喜爱。这种跨

民族、跨文化的交往经验, 使他们深刻认识到自身

及所属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是如手足兄弟般地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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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相助, 从而建立起贯通心灵深处的好感, 催生了

跨民族友谊, 形成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华民

族内群体心态, 为形成中华民族共同内群体认同夯

筑了坚实的基础。 

除人际互动外, 内藏班高中生与社会互动的经

验同样重要。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Soci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强调人的社会依存性和社会作用

性, 重视社会对个体的影响, 提出了符号互动论、

社会结构和个性论、群体过程论(王俊秀, 2020)。符

号互动论主张, 人在与社会互动中创造意义, 建构

社会 , 塑造自己(Marková, 2003)。在社会互动中 ,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一种“运动的思想”, 随着

个人与社会互动的加深, 内藏班高中生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直接经验日益丰富, 发生了从个体意

识到群体意识、从差异性意识到共同性意识的二维

结构转变 , 从而构建出中华民族的共同内群体归

属。社会结构和个性论认为, 较大的社会结构(角色

分配、地位、社会网络、社会规范等)对个体具有

重要影响。自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以来, 国

家的推广、政策的导向、学校教育的贯彻, 从多维

度、多渠道帮助内藏班高中生在心理层面建立起了

各民族休戚与共、命运一体的观念和思维模式, 这

体现了社会规范、社会网络的影响。群体过程论重

视社会进程中权力、地位、公平等因素的作用。内

藏班高中生的就学方式是民族帮扶的典型。内藏班

高中生的成长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息息相关, 藏

族的发展也与社会进程相伴随。这使得内藏班高中

生更能够从切身利益上感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重要性。总之 , 内藏班高中生的跨文化生活经验 , 

渗透在与社会多元互动的细节中, 为中华民族共同

内群体认同的孕育提供了土壤。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 人类的先天身体构造、物

质 条 件 和 感 觉 运 动 经 验 是 构 建 抽 象 意 识 的 根 基

(Niedenthal et al., 2005)。对内藏班高中生而言, 从

藏文化核心区、藏民族聚居区来到以汉文化和汉民

族为主、多元文化交织、多民族共生的内地, 得到

了丰富的跨民族交往经验和与社会互动经验。这种

经验的累积 , 正好契合了抽象概念形成的具身特

性。多维经验信息的共同整合, 完成了目标域概念

的合理建构, 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内群体认同, 体

现为一种内隐的对国内民族、国外民族不同的心理

空间分类及不同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倾向。  

(2)文化的塑造 

概念隐喻理论认为, 目标域认知是对源域的变

形解读 , 通过聚焦部分特征完成抽象思维 , 带有

“偏见”的性质(Holyoak & Stamenković, 2018)。特征

筛选和聚焦机制受制于源域和目标域的共同文化

背景。这种广义的文化背景, 包含经验的文化规定

性和共同的文化认知(孙毅, 王媛, 2021)。首先, 在

一文化场中, 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思考问题的逻

辑等都是特定的, 获得的感知觉经验也经由文化的

洗礼。内藏班高中生获得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

关的经验, 均发生在各民族休戚与共、共同繁荣的

民族政策指导下, 发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政治导向下。因而, 民族间和谐相处、团结互

助的具身经验便得到了聚焦和巩固, 一些与社会文

化导向不符的经验或许也有发生 , 但都在时间消

磨、记忆重构中不断地消逝。其次, 共同的文化认

知是中华民族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前提。这种共同认

知有很多来源, 如中华民族的文化脉络、民族间交

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记忆等。在这种共同认知的作用

下, 中华民族共同体恰好就像是群居在中国境内的

民族部落, 关系亲近, 相互了解, 带来了内群体偏

爱, 随之产生了亲社会行为; 中国外部的其他民族, 

在国家权力、人民利益等方面都与我们不同, 风云

变化的国际形势更让人们感知到国外民族的陌生, 

距离感和外群体偏见就自然产生。还有, 有关中华

民族共同内群体的隐喻也在社会话语体系中反复

出现：(1)兄弟隐喻：中华民族各民族是兄弟, 亲如

手足; (2)大家庭隐喻：中华民族是大家庭, 各民族

是家庭成员; (3)石榴籽隐喻：中华民族各民族如同

石榴籽一样,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些隐喻经常出

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党和政府的文件、媒

体报道和学术刊物的文章中。隐喻塑造认知。有关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隐喻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内群

体认同的形成。 

5.5  本研究的启示和局限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指出, “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

魂。” 习近平在 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讲话中

强调：“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

族工作的主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

为我国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的重大

战略。扎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需要以

科学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表征为基础。

为了改变既有研究侧重于宏观分析、理论阐释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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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解读而少实证研究的现状, 本研究以藏区长大、

内地求学的内藏班高中生为被试, 对中华民族共同

内群体的知、情、行为倾向进行实验研究, 揭示了

内藏班高中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展现了跨

民族交往、跨文化生活经验的重要性, 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进路。但本研究

的结果也反映出一个亟待思考的问题：如何处理好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关

系？ 

内藏班高中生将国内民族成员放在容器内, 对

国内民族成员情感态度积极、有更强的帮助意愿, 

将国外民族成员放在容器外, 对国外民族成员情感

态度消极、帮助意愿较低, 说明他们对国内民族成

员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对国外民族成员则相

对缺乏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张积家和冯晓慧(2021)

从人类意识发展的角度将意识分层, 认为在多民族

国家中, 个体首先产生个体意识, 然后产生民族意

识, 在民族意识的基础上通过重新范畴化产生共同

体意识, 最后再重新范畴化产生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个体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产生是一个相对自然的

发展过程, 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却需要教育和法制来塑造, 需要通过跨文化交往来

施行。如此, 个体才会具有丰富的跨文化交往交流

交融的经验, 才会体验到各国人民的相互依存和命

运与共, 才可能进行更高层次的重新范畴化, 产生

更高层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由于被试与世界

各国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经验缺乏, 因而人类命运共

同体意识形成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以往对中国的群体性研究, 不管是关于群际态

度还是群际亲社会行为研究, 多用“中国人”的名称

来表征(Liu et al., 2015; Ma-Kellams et al., 2011), 

未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性质复杂、构成多元的特

性。本研究使用不同民族成员名称或民族名称来表

征中华民族共同体, 能够更为确定地揭示出内藏班

高中生的中华民族共同内群体认知、共同内群体偏

爱和对共同内群体成员的帮助倾向。当然, 本研究

也有局限性。比如, 群际情感还包括群际信任、群

际距离等, 群际行为还包括合作行为、公平规范执

行等。本研究依照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的相关内容, 

仅选择了内群体偏爱和助人行为。未来研究应该考

虑选取情感和行为的更多方面进一步扩充实验证

据。还有, 实验 1 为了控制实验时长, 是/否人名的

试次比例不平衡, “是反应”比例过高, 可能导致被

试按键时的习惯效应 , 减弱结果的可靠性。另外 , 

被试均是内藏班高中生, 缺乏与藏区学生的比较。

未来研究应该弥补这一不足, 以便更好地揭示少数

民族学生内地学习的绩效。 

6  结论 

(1)内藏班高中生建构了容器式的中华民族共

同内群体认知, 国内民族成员处于容器内, 国外民

族成员处于容器外;  

(2)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民族存在共同内群体

偏爱, 对国外民族存在共同外群体偏见;  

(3)与国外民族成员比 , 内藏班高中生对国内

民族成员有更强的助人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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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iner metaphor, intergroup attitude, and helping tendency toward domestic and 
foreign ethnic groups of Tibetan students in hinterland senior high school 

MENG Le2, YE Can2, WANG Jijia2, ZHANG Jijia1 

(1 Faculty of Education, Institute of Chinese Ethnic Communit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14004, China)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As a common ingroup,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ha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First, its properties are 

complex. Second, as an entity, it has various components.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focused more on macro 

analysis,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s, and policy interpretations and less on microscopic arguments and empi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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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Therefore,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must be carried out. This 

study employs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grew up in Tibetan areas and are current hinterl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ree experiments. The most special characteristic of Tibetan students is their 

experiences on cross-ethnic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life.  

In Experiment 1, 50 Tibetan students in hinterland senior high school were employed as subject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container and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was investigated through the Spatial 

Stroop Paradigm. In Experiment 2, 50 Tibetan students were also employed as subjects. The Emotional Stroop 

Paradigm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attitude of Tibetan students toward domestic and foreign ethnic groups. In 

Experiment 3, 320 Tibetan students were employed. Situational tasks of Money Helps and Time Helps were used 

to test the willingness to help someone from the domestic ethnic group or foreign ethnic group. 

Experiment 1 exhibited that the reaction time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when a domestic name appeared in 

the circle or a foreign name appeared outside the circle, which revealed that Tibetan students constructed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ntainer, placed the domestic ethnic groups in the container, and placed 

the foreign ethnic groups outside the container. Experiment 2 unveiled that the judgment reaction time of the 

positive target word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when the prime word was a domestic ethnic group name, and the 

judgment reaction time of the negative target word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when the prime word was a foreign 

ethnic group name, indicating that Tibetan students preferred the domestic ethnic groups and prejudiced the 

foreign ethnic groups. Experiment 3 showed that Tibetan students donated more money and time to someone 

from the domestic ethnic group who needed help, signifying that Tibetan students in hinterland senior high 

school had a stronger willingness to help domestic ethnic group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ibetan students in hinterland senior high school with rich experience on 

cross-ethnic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life constructed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ntainer, and placed domestic ethnic groups in the container. Conclusively, Tibetan students had varying 

attitudes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help willingness toward domestic and foreign ethnic groups. 

Keywords  Tibetan students in hinterland senior high school,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ontainer metaphor, 

intergroup attitude, helping t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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